
《剪灯余话》之文本形态与明永宣间文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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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训

内容提要 李昌祺本人及《剪灯余话》“副文本”作者的特殊身份，使 《余话》及其 “副文

本”成为反映明永宣间文学生态的典型标本。这些 “副文本”乃江西翰林文人 “交会于京

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台阁文学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需要辨明的是，李昌祺虽为台

阁作家，但其《余话》并非台阁文学，而这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阁文人的小说观，并预

示了当时小说创作与传播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环境，亦表明台阁文人文学观的复杂性。
《余话》浓郁的俚俗色彩，则显示了当时雅、俗文学交汇背景下传奇小说不可避免的俗化趋

向。永宣诗坛及传奇小说创作领域的宗唐风尚，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重要表征，这在 《余

话》及其“副文本”中也得到充分显现。
关键词 《剪灯余话》 文本形态 文学生态

作为“剪灯系列”的代表作之一，李昌祺《剪灯余话》向来受到治小说者的高度关注，但迄今为

止，学术界对《余话》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小说史视阈，并未将其置于明初永乐、宣德间特定的

文学生态中。《余话》的特殊性在于其作者李昌祺为翰林院庶吉士及江西籍台阁作家，而且围绕这部

小说集的诸多“副文本”①，基本都出自李昌祺的翰林院同僚、同年、同乡之手。正是这些特殊性，使

李昌祺的《余话》及其“副文本”成为考察永乐至宣德间文学生态的典型标本。

一 由 《剪灯余话》“副文本”看永宣间台阁文学之盛行

“靖难之役”后，江西文人取得了永乐帝朱棣的信任，故王世贞《内阁同乡》云: “永乐初元，选

翰林臣入内阁，而江西居其五。曰: 吉水解学士缙、胡文穆广，庐陵杨文贞士奇，南昌胡宾客俨，新

淦金文靖幼孜，缙、广、幼孜皆吉安府。”② 这些江西籍翰林文人有着浓厚的乡邦意识，“其出而仕于

外也尤相与爱厚，有辅翼之谊”③。例如，解缙 “重乡郡之好”④; 杨士奇亦 “重乡谊，笃世好”⑤; 王

直于永乐二年 ( 1404) 考取进士，其“至京师四方之士相与游者盖甚寡，惟翰林有学士解公、侍读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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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侍讲杨公，直以世契得从容其间……一时同郡进者凡数人，皆笃于乡谊往来相善也”①。显然，以

内阁文臣为核心的江西文人集团交往十分密切。永宣间，乡土观念浓重的江西籍台阁文臣选拔了一批

同乡进士进入翰林院，以致时人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② 之称，黄佐《翰林记》云:

丘濬曰: “国朝文运盛于江西。……永乐甲申，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以应二十八宿，其中十

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者七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选之，亦如甲申之数，出江

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敕教之者，前则吉水解公大绅，后则西昌王公行俭，是又皆江西人

也。”盖当时有“翰林多吉安”之谣，首甲三人，或纯出江西者凡数科，间亦有连出福建者，士

论或以为杨士奇、荣互相植党，岂其然耶? ( 黄佐 《翰林记》卷一九 《文运》，《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 596 册，第 1072 页)

杨士奇、解缙等台阁文臣利用庶吉士选拔制度 “教养”了一批江西籍翰林文人，并将自己的文学观念

传达给他们。而且，江西籍翰林文人“以文学致身省者，其契谊尤笃”③，因此永宣间江西籍翰林文人

集团在崛起于政坛的同时，也主导了当时的文坛，并促成了以内阁文臣及翰林院庶吉士群体为主导的

台阁文学的极度繁荣，此乃永宣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昌祺为永乐二年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而为 《余话》及其卷四 《至正妓

人行》撰写序跋者，基本皆为李昌祺的翰林院同僚、同年、同乡:

序号 姓名 籍贯 身份特征 与《剪灯余话》关系

1 李昌祺 江西吉安府庐陵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

修《永乐大典》。
永乐十七年 ( 1419) 作《剪灯余话》。

2 曾棨 江西吉安府永丰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翰

林侍讲。《永乐大典》副总裁。
永乐十八年 ( 1420 ) 撰《剪灯余话序》。
撰《至正妓人行跋》。

3 王英 江西抚州府临川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翰

林侍讲。
永乐十八年撰《剪灯余话序》。撰《至正

妓人行跋》。

4 罗汝敬 江西吉安府吉水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翰

林修撰。
永乐十八年撰《剪灯余话序》。撰《至正

妓人行跋》。

5 刘敬 江西吉安府吉水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

修《永乐大典》。
洪熙元年 ( 1425) 撰《剪灯余话序》。撰

《至正妓人行跋》。

6 张光启 江西建昌府旴江
永乐间进士，宣德间任福建建阳令。
与刘敬有师生之谊。

宣德八年 ( 1433 ) 刊刻《剪灯余话》并

作序。

7 周述 江西吉安府吉水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

修《永乐大典》。
撰《至正妓人行跋》。

8 周孟简 江西吉安府吉水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翰

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
撰《至正妓人行跋》。

9 李时勉 江西吉安府安福
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翰

林侍读，与修《永乐大典》。
撰《至正妓人行跋》。

10 钱习礼 江西吉安府吉水
永乐七年 ( 1409 ) 进士，选翰林 院

庶吉士，翰林检讨。
撰《至正妓人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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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身份特征 与《剪灯余话》关系

11 邓时俊 江西吉安府永丰
建文二年 ( 1400 ) 进 士，与 修 《永

乐大典》。
撰《至正妓人行跋》。

12 萧时中 江西吉安府庐陵
永乐九年 ( 1411 ) 状元，翰林修撰，

与修《永乐大典》。
撰《至正妓人行跋》。

13 高棅 福建长乐
永乐元年 ( 1403 ) 以布衣征为翰林

待诏，与修《永乐大典》。
撰《至正妓人行跋》。

《余话》所附“副文本”基本上都出自江西籍翰林文人之手，尤其永乐二年 “龙飞第一科”进士

中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的曾棨、王英、罗汝敬、刘敬、周述、周孟简、李时勉等皆在此列。钱习礼与李

昌祺的交谊也不浅，这由李昌祺 《运甓漫稿》卷五所载 《喜钱进士习礼除翰林检讨，赋此寄之》，以

及钱习礼所作《河南布政李公祯墓碑》即可看出。邓时俊、萧时中与李昌祺既有同乡之谊，又曾一起

参与《永乐大典》编撰。张光启与李昌祺为同乡，是刘敬的学生，于宣德八年刊刻 《余话》。高棅虽

非江西人，但他曾于永乐元年以布衣征为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与李昌祺为翰林院同僚。
这些江西籍翰林文人多于永宣间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其时庶吉士多从内阁文臣问学，故倪谦云:

“宣宗章皇帝遵永乐故事，亦选进士若干人为庶吉士，储养之意，礼待之优，皆比二十八宿。……日从

阁老文贞、文敏、文定三杨先生及泰和、临川二王先生游。聆其议论，观其制作，浩然有得。”① 这说

明永宣间内阁文臣实际上担负着庶吉士 “教习”的职责。以文学鸣国家之盛、发治世之音，是内阁文

臣的基本文学观念，也是庶吉士“教养”的重要目标，故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淮在论及永乐二年庶吉士

之选时云: “皇上大兴文教，思得全才，以恢弘治道，黼黻太平。”② 为此，杨士奇鼓励翰林文人 “作

为风雅，以鸣国家之盛”③; 杨荣主张馆阁文人应 “相与咏歌太平之盛”，以 “黼黻皇猷，铺张圣

化”④。也就是说，翰林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服务于政教，而非表现个人喜怒哀乐。内阁文臣乃台阁作家

群之核心人物，其文学观念对翰林文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从《余话》诸多 “副文本”中得到了充分

体现。
翰林文人在为《余话》及其卷四《至正妓人行》撰写序跋时，流露出明显的台阁文学观念，从一

个侧面展现了永宣间的文学生态。刘敬为 《余话》作序称李昌祺应以文章 “论道经邦，黼黻皇猷”⑤，

这实际上是希望李昌祺践行台阁文学观念。明末福建建阳刊本《余话》卷四《至正妓人行》附有 “翰

林诸先生所跋”⑥，其中所流露的文学观念更充分地反映了永宣间台阁文学的盛行。例如，李时勉 《至

正妓人行跋》认为李昌祺身为 “方面大臣”，应 “宣上恩德”， “以其文章黼黻至治，而歌咏太平”
( 《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261—262 页) 。周孟简 《至正妓人行跋》对李昌祺提出同样期待: “公之

才学，岂徒工于诗歌而已哉，将必大发其蕴，以鸣国家太平之盛。”( 《剪灯新话》 ［外二种］，第 264
页) 周述《至正妓人行跋》也认为李昌祺“文章学问固已显闻于人，使其当制作之任，固将歌咏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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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鸿庥，赞扬国家之盛美”，仍期待李昌祺用力于台阁文学; 他还认为至正妓人由元入明，可谓 “幸

遭逢圣明，享有子孙之养，以终其余齿”( 《剪灯新话》 ［外二种］，第 263 页) ，这分明是对 “圣朝”
的颂扬。借至正妓人盛赞“圣朝”的不止周述一人，如王英 《至正妓人行跋》云: “天乃命我太祖高

皇帝剪灭群雄，至正遁亡。大统既正，万方攸宁，中国之治，悉复于古。逮我皇上即位，又整率六师，

往征沙漠，凡元之遗孽，无有存者。”( 《剪灯新话》 ［外二种］，第 260 页) 萧时中 《至正妓人行跋》
也从新旧两朝对比的角度颂圣: “盖当其间，治教颓靡，上下荒于声色，故虽久而其类尚多在也。……
及其晚岁，得沾圣朝德化之盛，为妇民间，而终老于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欤! 公与一见之顷，为之感

发而形之歌咏，盖亦欲使观者于此而有所惩创也。”( 《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263 页) 罗汝敬 《至

正妓人行跋》谓至正妓人“既脱身丧乱，复优游太平以卒”( 《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261 页) ，仍

复颂圣之意。这些附着于《剪灯余话》的 “副文本”，从一个独特侧面表明: 江西籍翰林文人群体是

促成永宣间台阁文学盛行的重要力量。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李昌祺是主动请求其翰林院同僚为 《余话》及其卷四

《至正妓人行》撰写序跋的，而这恰表明永宣间台阁文学的影响力。曾棨《剪灯余话序》中有一段话值得

关注: “余得而观之，初未暇详也。一夕，燃巨烛翻阅，达旦不寐，尽得其事之始终，言之次第，甚习

也。一日，退食，辄与同列语之，则皆喜且愕曰: ‘迩日必得奇书也，何所言之事神异若此耶?’既而昌

祺以属余序。”(《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117 页) 虽然曾棨很喜欢《余话》，并将其介绍给翰林“同

列”，但他并非主动为小说作序，而是应李昌祺之请，即他所谓“昌祺以属余序”，这与李昌祺在 《余

话》自序中称曾棨读过小说后“辄冠以叙”的说法明显不同。虽然李昌祺的众多翰林院同僚纷纷为其

《至正妓人行》作跋，但他们跋语中有些细节却颇值得玩味。如李时勉跋云“吾友广西布政使李昌祺，示

予所为《至正妓人行》”; 王英跋谓李昌祺“示予以所作《至正妓人行》”; 高棅跋称李昌祺“读诗语我

《妓人行》”; 钱习礼跋称李昌祺作《至正妓人行》“持以示予”; 萧时中跋称李昌祺将《至正妓人行》“出

以示予”; 邓时俊跋称“遂书于左方以归之”(《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260—263 页)。种种迹象表明，

李昌祺乃主动求跋于翰林文人。李昌祺一方面担心《余话》会“取讥大雅”而“不敢示人”①，一方面

却又为《余话》求取“玉堂大手笔诸公之序”②; 而且 《至正妓人行》后又特意附以 “翰林诸先生所

跋”，这表明庶吉士出身的李昌祺与世人一样，也以获得“馆阁笔”为荣。明人罗玘云: “有大制作曰

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 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 有欲为其亲

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

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③ 明人有以获取“馆阁笔”为荣的风尚，连李昌祺也

不能免俗，说明这些“玉堂巨公之序文”④ 之于 《余话》的意义非同小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阁

文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这么多江西籍翰林文人为 《余话》及其卷四《至正妓人行》撰写序跋，实际上显示出江西籍翰林

文人群体雅集活动之盛，而这正是促成永宣间台阁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永宣间，江西籍翰林文人

“良时休日必为文酒之会”，为《余话》及其卷四《至正妓人行》撰写序跋，实际也是江西籍翰林文人

“交会于京师”⑤ 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永宣间，江西籍翰林文人经常雅集，如永乐二十年 ( 1422) 十

二月，杨士奇在西城居所与“翰林交游之旧”者十七人在西城宴集赋诗，“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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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杨士奇、曾棨、王英、钱习礼等与李昌祺交往密切的江西籍翰林文人十五位。永宣间，江西

籍翰林文人群体的诗文雅会是台阁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余话》诸多 “副文本”的出现，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这一文学生态。

二 作为非台阁文学的 《剪灯余话》及由此反映的文学生态

李昌祺作为台阁诗人的身份，在明代既已得到确认。景泰二年 ( 1451 ) ，江西巡抚韩雍与韩阳、
李奎等选取洪武至正统间八十七位江西诗人的诗作一千余首，编成 《皇明西江诗选》，其中 “所选者

止于江右之名公”，以台阁文人诗为主，故韩雍序中称所选诗 “皆温厚和平，沨沨乎治世之音，有以

风俗之美，教化之隆，与夫列圣功德之盛”①，由此可见，这一诗歌选本是对江西台阁文学的集中展

示。其中选录杨士奇诗九十一首，胡俨八十二首，李昌祺七十八首，王英七十首，曾棨六十四首，胡

广六十一首，周述五十首，李时勉四十五首，解缙三十六首，金幼孜三十一首，萧时中十五首，周孟

简八首，罗汝敬七首，刘敬一首。韩雍因李昌祺作 《余话》而在 “以庐陵乡贤祀学宫”② 时将其排除

在外，但对其诗歌却高度肯定，这说明李昌祺确为永宣间台阁作家群中的一员。
《剪灯余话》产生于台阁文学鼎盛的永乐时期，作者又为台阁文人，且有一众台阁僚友为其助长

声势，那么它到底是否属于台阁文学呢?③ 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余话》并非台阁文

学，而这也显示了台阁文人文学观的复杂性。就创作意图而言，李昌祺自称因“两涉忧患”，而欲借《余

话》以“豁怀抱、宣郁闷”，这与台阁体鸣盛世太平的创作主旨判然有别。正因如此，李昌祺才担心《余

话》“取讥大雅”而“不敢示人”④。表面看来，这些翰林文人在序跋中无一例外地对《余话》及《至正

妓人行》予以大力赞扬，但其内心却认为它们并未能鸣国家之盛、发治世之音。因为，这些翰林文人在

为《余话》及其卷四《至正妓人行》撰写序跋时，不约而同地以台阁文学观念要求李昌祺，这恰说明

《余话》并非台阁文学。例如，刘敬《剪灯余话序》云: “使其异日登庸庙堂，职专辅弼，则其论道经

邦，黼黻皇猷，又当何如也? 虽然，谓之《剪灯余话》，则日论嘉言之不足，于以继其晷，而续其绪余，

抑岂不有以醒人之耳目而涤其昏困耶? 是编也，侔诸垂世立教之典，虽有径庭，然士固有一饭不忘其君

者。伏惟皇上宵旰图治，九重万几，日昃不遑; 异时斯言倘获上闻，一尘圣聪，亦未必不如《太平御览》
之一端，以少资五云天畔之怡颜也。”(《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120 页) 这表明《余话》并未“论道

经邦，黼黻皇猷”，因此刘敬只能寄希望于“异日”，并以“异时斯言倘获上闻”为其辩解。李时勉《至

正妓人行跋》云: “公为方面大臣，固当以功名事业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使环数千里之地，熏陶

于春风和气之中。乃以其文章黼黻至治，而歌咏太平，挫之金石，传之无穷，然后足以见公之大。若此，

特其绪余耳，乌足以窥公之浅深也哉! 予故书其后，使观者知求公于其大，而不在此也。”(《剪灯新话》
［外二种］，第 261—262 页) 李时勉认为李昌祺为至正妓人作传并不足以见其 “大”，《至正妓人行》乃

其“绪余”而已，而他为其作跋的目的则是 “使观者知求公于其大，而不在此”，所谓 “大”指的是

“以其文章黼黻至治，而歌咏太平”，这实际上是对李昌祺为至正妓人作传的含蓄批评。正统七年

( 1442) ，李昌祺已致仕返乡三年，而此时身为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则向朝廷提出禁毁小说的建议: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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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 ( 忆) ，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

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

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九〇

“正统七年三月辛未”，《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版，第 1813 页)

此次禁毁的是“《剪灯新话》之类”小说，而非专指 《新话》; 而李昌祺在 《余话》自序中称其小说

为“锐欲效颦”《新话》之作，自然属于“《剪灯新话》之类”，因此难免让人觉得李时勉有影射 《余

话》之嫌。《余话》作于永乐十七年，李时勉于正统七年禁毁 “《剪灯新话》之类”小说，此时 《余

话》已流传二十余年，且李时勉也曾于永乐十八年为 《至正妓人行》作跋，这说明他是了解 《余话》
的。再者，按照李时勉所谓“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这样的标准，《余话》也当在禁毁之列。
可见，李时勉内心对《剪灯余话》是持否定态度的。自然，如果 《余话》能鸣国家之盛、发盛世之

音，景泰间江西巡抚韩雍自然不会因李昌祺作 《余话》而在“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时将其排除在外。
说到底，在台阁文人心目中小说属于 “小道”。连李昌祺本人都担心 《余话》会 “取讥于大雅”

而“不敢示人”，且欲“焚之”，又自我开脱称 “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①，他对自己的小

说创作并不自信。王英、罗汝敬在为《余话》作序时特意采用主客问答、抑客扬主的方式来肯定小说

价值，也明显有为李昌祺创作 《余话》进行辩解的意味。而刘敬、李时勉对 《余话》未能 “黼黻至

治，而歌咏太平”的含蓄批评，尤其李时勉的小说禁毁措施以及韩雍对李昌祺诗歌与小说所采取的截

然不同态度，确实体现了当时令人“可畏”的“清议之严”②。实际上，上述诸人的小说观在很大程度

上代表了明代官方对小说所采取的立场，这是由其台阁文人、国子监祭酒或江西巡抚之类身份决定的。
这预示着，随着明王朝文化控制的加强，一方面台阁文人力图将小说纳入台阁文学范畴，赋予其歌功

颂德、阐圣辅政功能; 另一方面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环境渐趋严酷。凡此种种，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永

乐、宣德间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李昌祺《余话》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劝化意识，这也是 《余话》被

其翰林院同僚誉为“薇垣高议”③ 的原因所在。李昌祺不满于《剪灯新话》“措词美而风教少关”，因

此才搜寻“人伦节义之实”而创作《余话》，从而实现 “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励风俗，敦尚人

伦”④ 的劝化目的。像《泰山御史传》《何思明游酆都录》《两川都辖院志》等皆以阴骘果报观念演绎

劝善故事，而《鸾鸾传》《连理树记》《琼奴传》《月夜弹琴记》《秋千会记》《凤尾草记》则专门褒扬

夫妇间节义。同时，李昌祺的翰林院同僚对这些劝化小说十分推崇，不约而同地称赞它们 “举有关于

风化，而足为世劝”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⑥。这种“寓劝惩”的台阁文人小说

观，是官方意识形态即理学文化在小说领域的体现，自然也展示了明初文学生态的一个侧面。
李昌祺“游戏翰墨”⑦ 的心态还使《余话》呈现出浓郁的俚俗色彩，尤其是那些表现男女之情的

作品，写得十分露骨，从这个角度看，《余话》也与台阁文学的创作主旨大相径庭，而这却表现了台

阁文人文学观的复杂性。胡应麟认为 《余话》于 “幻设”之外而 “时益以俚俗”，因此称它又在 《毛

颖传》等“数家下”⑧。朱孟震谓 《余话》 “其间虽不无一二艳词，然 《毛诗》三百篇中，若桑间濮

·731·

《剪灯余话》之文本形态与明永宣间文学生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昌祺《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21—122 页。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59 页。
罗汝敬《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19 页。
张光启《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20—121 页。
罗汝敬《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18 页。
刘敬《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19 页。
刘敬《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20 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条，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1 页。



上，存而不删，即靖节闲情何伤”①，这明显是为 《余话》中某些俗艳成分辩解。《余话》中确有多篇

作品写得俗艳露骨，如《江庙泥神记》写由巫山神女庙所塑四美姬幻化而来的四位妙龄女子轮流侍寝

书生谢琏，其中穿插的诗歌皆十分淫艳，如其一: “春生玉藻垂鸳帐，香喷金莲脱凤鞋。鱼水交欢从此

始，两情愿保百年谐。” 《鸾鸾传》中主人公所赋诗歌如 《酥乳》 《云鬟》 《檀口》 《柳眉》 《纤指》
《香钩》等，更与俗艳的宫体诗无异，如《酥乳》: “粉香汗湿瑶琴轸，春逗酥融白凤膏。浴罢檀郎扪

弄处，露华凉沁紫葡萄。”关键是，这些风格靡丽的诗歌不具任何艺术功能，既无助于情节建构，又无

益于人物形象塑造。《贾云华还魂记》中某些片段更为低俗露骨，其中写魏鹏题诗于贾云华绫帕云:

“鲛绡原自出龙宫，长在佳人玉手中。留待洞房花烛夜，海棠枝上拭新红。”接着写魏鹏应约与娉娉

( 贾云华之名) 幽会的场景:

携娉就寝，娉乃取白绒软帕付生曰: “兄诗验矣，可谓海棠枝上拭新红也。”生笑为娉解衣，

共入帐中。娉低声告生曰: “妾幼处深闺，未谙情事。媾欢之际，第恐弗胜，兄若见怜，不为已

甚。”生曰: “姑且试之，庶几他日见惯。”岂期娉之身体纤柔，腰肢颤掉，花心才折，桃浪已翻，

羞赧呻吟，如不堪处。而生蜂锁蝶恋，未肯即休，直至兴阑，将过夜半。生起，持帕剪烛观之，

乃与娉使藏焉，留为后日之验。( 《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280 页)

这里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二人幽欢场景，可谓淫艳满纸; 而当时魏鹏乘兴于枕上口占 《唐多令》及娉娉

酬和之作，更是俗艳无比。而且，贵为平章之女的贾云华竟主动约魏鹏至其闺房幽会，其大胆荡佚的

做派与市井女子无异，而这正是传奇小说俗化的重要表征。很难想象，此等文字会出自李昌祺这位

“生平刚严方直”② 的台阁文人之手，而这恰恰说明《余话》并非台阁文学。由此，李昌祺文学观之复

杂性得到充分显现。另，《四库全书总目》为李昌祺 《运甓漫稿》所作 “提要”引郑瑗 《井观琐言》
云: “李布政昌祺，人多称其刚毅不挠，尝观其 《运甓诗稿》浮艳太逞，不类庄人雅士所为。”③ 此论

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余话》的俚俗色彩及李昌祺文学观的复杂性。
《余话》浓郁的俚俗色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学生态，即在雅、俗两大系列小说碰撞

与融合背景下，传奇小说呈现出显著的俗化倾向。传奇小说本属雅文学，但随着明代通俗文学的繁荣，

雅、俗文学的交汇便成为富于时代特征的重要文学景观。尽管李昌祺“素著耿介廉慎之称”④，但以白

话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风起云涌，流风所及，《余话》便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浓郁的 “俚俗”趣味而

“盛行市井”⑤; 而《余话》以“话”为名，也表明作为俗文学的话本小说对传奇小说的渗透。正因如

此，《余话》中多篇作品很容易被改编成话本小说，如《芙蓉屏记》被凌濛初改编为《初刻拍案惊奇》
卷二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秋千会记》被改编为 《初刻拍案惊奇》卷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田洙遇薛涛联句记》被改编为 《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的入话; 《贾云华还魂记》则被周清源改编为《西湖二集》第二

十七卷《洒雪堂巧结良缘》。之所以说雅、俗文学的交汇体现了明初的文学生态，是因为传奇小说的

俗化在当时并非个案，如《剪灯新话》中《翠翠传》等多篇作品被凌濛初改编为话本小说。而且，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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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孟震《汾上续谈》卷一《李方伯〈余话〉》，《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28 册，第 690 页。
《列朝诗集小传 ( 上) 》乙集“李布政祯”条，第 192 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下册，第 1485 页。台阁文人文学观的复杂性在李时勉身上也

得到充分体现，他虽义正辞严地禁毁《剪灯新话》之类深为“市井轻薄之徒”喜爱的小说，但他本人却作过不少艳情

诗，故钱谦益称其“直节清声，而诗妩媚如此”，但其《古廉集》中却殊少此类诗作。对此，钱谦益分析道: “此诗不

载《古廉集》中，大率前辈别集，经人撰定，恐破坏道学体面，每削去闲情艳体之作，而存其酬应冗长者，殊可叹

也。”( 《列朝诗集小传 ( 上) 》乙集“李祭酒懋”条，第 171 页)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59 页。
《都公谈纂》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46 册，第 376 页。



治、正德年间，许多明代传奇小说被选入 《燕居笔记》 《国色天香》等通俗类书，且深受市民阶层欢

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明代传奇小说的俚俗色彩。

三 《剪灯余话》与永宣间的文学宗唐风尚

永宣间内阁文臣的诗学宗尚对翰林文人具有引导与示范意义，促进了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
永乐二年，成祖命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考选庶吉士，并督责其程试课业。解缙诗宗盛唐，认

为“具文质之中，得华实之宜，惟唐人为然，故后之论诗以唐为尚”①; 其诗则 “豪宕丰赡，似李、
杜”②。解缙的狂草墨迹《书唐人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诗学宗尚。内阁文臣核心人物杨士奇也

推尊唐诗，故崔铣 《胡氏集序》云: “东里少师入阁司文，既专且久，诗法唐，文法欧，依之者效

之。”③ 所谓“依之者”，即指包括李昌祺及其同年、同乡在内的翰林文人，像李昌祺便有 《拟唐塞下

曲九首》《拟唐宫人入道》等“拟唐”之作。
永宣诗坛的宗唐风尚，在李昌祺 《余话》及其翰林同僚所作 《至正妓人行》跋中得到充分体现。

《余话》中出现的大量集句诗便集中体现了永宣诗坛的宗唐风尚，如 《月夜弹琴记》连续插入集句诗

三十首，其中绝大部分集自唐诗，包含了李白、杜甫、王维、王勃、岑参、沈佺期、王建、许浑、元

稹、白居易、柳宗元、刘长卿、韦应物、李益、刘禹锡、王昌龄、李贺、杜牧、李商隐、卢纶、储光

羲、韦庄、司空图、皮日休、陆龟蒙、温庭筠等七十一位唐代诗人的诗句。按照作者李昌祺本人在小

说中的标注，这些集句诗出自元好问 《唐诗鼓吹》者最多，达六十七句; 出自杨士弘 《唐音》者二十

八句，出自周弼《三体唐诗》者十七句，出自洪迈《唐千家诗》者二句。元好问所编《唐诗鼓吹》以

感怀离乱诗为主，而《月夜弹琴记》写宋末战乱背景下赵节妇的悲惨遭遇，这三十首集句诗亦皆以抒

发感怀离乱为目的，显然李昌祺从《唐诗鼓吹》中选集这么多诗句是有原因的，这说明他对该唐诗选

本的熟稔。他如《贾云华还魂记》除频繁征引李商隐、崔颢、张祜等人诗歌外，还集中羼入贾云华临

终所作“集唐”十首，这些诗句分别集自王勃、高适、刘希夷、李白、王昌龄、柳宗元、刘长卿、李

益、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等三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作。《洞天花烛记》则

以“撒帐歌”为名连续插入六首集句诗，除选取王安石“春色恼人眠不得”一句外，其余诗句皆集自

崔颢、雍陶、白居易、韩偓、李欣、李贺、储光羲、李商隐、陆龟蒙、温庭筠、韦庄等唐代诗人的诗

作，其宗唐倾向十分明显。翰林文人热衷于集句诗创作，也反映了永宣文学生态的一个侧面，像陈循

《东行百咏集句》共九卷，收录其集句诗多达一千余首。翰林文人对集句诗的偏好与他们学识渊博有

一定关系，毕竟“学问该博，文章典丽，斯可以为翰林”④。而集句诗需要作者深厚的学养，故台阁文

臣胡广谓“集句起于近代，然非该博广览用意精到者，弗能佳也”⑤。作为翰林文人，李昌祺以 “学博

才高”⑥ 著称，其《余话》中的集句诗确实具有很高艺术水准，故明人安磐誉之为 “对偶天然，可取

也”⑦。当然，富于才情的李昌祺在小说中穿插大量集句诗，还与其炫才意识有关，这也是 《余话》被

其翰林院同僚誉为“薇垣之佳制”⑧ 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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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文毅集》卷一五《说诗三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6 册，第 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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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剪灯余话序》，《剪灯新话》 ( 外二种) ，第 119 页。



永宣诗坛的宗唐风尚，使《唐诗鼓吹》《唐音》《三体唐诗》等唐诗选本受到翰林文人的推崇。例如，

“专取乎盛唐”① 的《唐音》在明初深受欢迎，以致“天下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②。杨士奇高度肯

定《唐音》，其《跋唐音》称“苟有志学唐者，能专意于此，足以资益，又何必多也”③。梁潜亦云: “唐诸

家之诗，自襄城杨伯谦所选外，几废不见于世。”④ 永宣间，专门和《三体唐诗》及《唐音》者很多，如永

乐甲辰 ( 1424) 科进士张楷的“和《三体》诗”与“和《唐音》诗”就闻名于时⑤。杨士奇《书张御史和

唐诗后》即对张楷“和《唐音》诗”予以很高评价。杨士奇、梁潜都曾任职翰林院，由此可见明初馆阁的宗唐

风尚，而李昌祺在小说中频繁、集中地羼入大量以“集唐”为主体的集句诗，恰是这一文学生态的反映。
李昌祺翰林院同僚的《至正妓人行》跋，也集中显示出永宣间诗坛的宗唐风尚。李昌祺将自己的

《至正妓人行》喻为“元、白遗音”( 《剪灯新话》 ［外二种］，第 259 页) ，其翰林院同僚对此深表认

同。曾棨认为《至正妓人行》“诚得元、白之遗意”，而其跋文仅以寥寥数语论及 《至正妓人行》，接

下来便附上自己的长篇歌行 《蓟门老妇歌》，他虽自谦称 “批阅玩味之余，因录谬作，以附骥尾。然

寂寥简短，辞不达意，诚所谓珠玉在侧，觅我形秽”⑥，然大有与 《至正妓人行》争奇斗胜之势。毕

竟，“赋咏之体，必律唐人”⑦ 的曾棨洋洋洒洒的《蓟门老妇行》占去了跋文的大半篇幅，而且与李昌

祺一样也是模拟元、白歌行。高棅《至正妓人行跋》云: “我吟向传《琵琶行》，铿然节奏丝弦声。呜

呼其才难再得，千载相逢李方伯。读诗语我 《妓人行》，不啻浔阳秋送客。”( 《剪灯新话》［外二种］，

第 260 页) 他将《至正妓人行》比作 《琵琶行》。高棅是明代诗坛宗唐风尚的标杆人物，其 “所选

《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⑧，谢肇淛甚至认为 “明诗所以知宗夫唐者，高廷礼

之功也”⑨，其诗歌复古理论直接影响了 “前后七子”。刘敬视 《至正妓人行》为 “元、白遗音”，拟

之如《连昌宫词》 《琵琶行》，其跋谓 “是诗固当与 《琵琶行》并传宇宙间”( 《剪灯新话》 ［外二

种］，第 265 页) ; 其他如周述、钱习礼也高度评价《至正妓人行》对元、白歌行体的效法与超越。李

昌祺的翰林同僚虽不乏过誉之词，但《至正妓人行》的确深得白居易 《琵琶行》精髓，难怪叶盛认为

《至正妓人行》 “亦太袭前人，虽无作可耳”瑏瑠。邓时俊 《至正妓人行跋》则认为该诗 “可拟颀作”
( 《剪灯新话》［外二种］，第 262 页) ，将其比作李颀《听董大弹胡琴》。

永宣间诗坛的宗唐倾向，在《余话》其他小说作品中也得到体现。《长安夜行录》以唐孟棨 《本

事诗》“情感第一”中所载“卖饼者妻”生发故事，作者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称饼师夫妇所作两首歌行

体长诗“真得唐体”。《秋夕访琵琶亭记》以白居易 《琵琶行》为依托，其中 《琵琶佳遇诗》明显仿

效《琵琶行》而来。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田洙、薛涛所作联句诗追慕韩愈、孟郊，回文诗则受

“唐人善作回文”启示; 小说还反复提及薛涛与杜牧、高骈等交往掌故，写她 “尽出其家所藏唐贤遗

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骈诗词手翰尤多”，并叙及薛涛、高骈“改一字令”及 “薛涛笺”之事，

又评论薛涛《送友人》一诗。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永宣间诗坛的宗唐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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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祺虽自称其 《余话》效颦于瞿佑 《剪灯新话》，但他对唐人小说的模拟则无可置疑，尤其

《武平灵怪录》之类精怪小说可谓 “文题意境，并抚唐人”①。 《武平灵怪录》写齐谐独自夜宿废庵，

开始所遇仅一病僧，继而石子见、毛原颖、金兆祥、曾瓦合、皮以礼、上官盖、木如愚、罗本素到来，

他们共同讲论，即景赋诗。及至拂晓，齐谐发现夜中所遇诸人皆无踪影，废庵中仅见一尊斑驳塑像及

败砚、秃笔、烂絮被、旧罗扇、破甑、残铫、木鱼、棺材等物，至此齐谐始知夜间所遇众人乃精怪幻

化而来，而他们夜间所作诗歌也暗寓了各自身世。《武平灵怪录》以拆字、谐音、用典、双关之法设

为隐语，如“齐谐”出自《庄子·逍遥游》之“齐谐者，志怪者也”，实已表明这篇小说的性质; 其中

毛原颖 ( 秃笔) 源自韩愈《毛颖传》，金兆祥 ( 残铫) 源自张荐 《灵怪录·姚康成》，曾瓦合 ( 破甑)

源自张读《宣室志·独孤彦》，由此不难发现《武平灵怪录》与唐人小说之间的关联。《武平灵怪录》模

拟唐人小说之迹甚明，唐人王洙《东阳夜怪录》写秀才成自虚于雪夜孤身投宿佛寺，先遇僧人智高，其

后卢倚马、朱中正、敬去文、奚锐金、苗介立、胃藏瓠、胃藏立到来，众人相与交谈，各自赋诗。次日

清晨，成自虚不见夜中诸人，仅在佛寺发现乌驴、牛、犬、老鸡、驳猫、橐驼、刺猬等物，由此成自虚

知夜间所遇众人乃此八怪，他们夜间所赋诗歌皆隐寓各自身份特征。牛僧孺《玄怪录·元无有》写元无

有夜宿空庄，与四人相与谈谐赋诗，明晨四人不见，唯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四物。毋庸置疑，《武

平灵怪录》这种“谐辞隐言”② 的叙事策略乃师法自《东阳夜怪录》《元无有》之类唐人小说。胡应麟

云: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 《毛颖》 《南柯》之类尚可，若 《东阳夜怪录》称成

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本朝 《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

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③ 这实际上揭示了《余话》等明代传奇小说对唐人小说的追慕与仿拟。
其实《余话》对唐人小说的借鉴参照与效仿化用表现在多个方面。如 《长安夜行录》依傍孟棨

《本事诗》“情感第一”中 “卖饼者妻”推衍成篇，并大段引述 《本事诗》中相关片段; 小说中卖饼

师所言唐代藩王如宁王、申王、薛王、岐王 “穷极奢淫，灭弃礼法”之事，则出自晚唐五代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之“妖烛”“灯婢”“烛奴”“妓围”“香肌暖手”等诸条。《胡媚娘传》写狐戴人骷

髅拜月、幻化美女以魅人事，此乃由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诺皋记下》中“紫狐”一条

演绎而来。《贾云华还魂记》在人物设置及情节构思方面，对《莺莺传》的效仿非常明显; 而且李昌祺还

借小说人物之口多次提及张珙、红娘等人物; 甚至贾云华临终前写给魏鹏的集句诗，也选取了崔莺莺写

给张生诗中的“自从消瘦减容光”一语。至于《余话》中作品取典于唐人小说者更不在少数，如《贾云

华还魂记》中的很多典故就出自《莺莺传》《还魂记》《柳毅传》《柳氏传》《裴航》等唐传奇小说。
可以断言，李昌祺及《余话》诸多“副文本”作者身份的特殊性造就了 《余话》特有的文本形

态，这使得《余话》及其“副文本”成为考察明永宣间文学生态的典型标本。《余话》产生于永宣间

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江西籍翰林文人集团的崛起，台阁文学的盛行，在 《余话》诸多 “副文本”中

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余话》并非台阁文学，然由此台阁文人的小说观及其文学观的复杂性、小说

创作与传播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雅、俗文学交汇所呈现的文学景观，亦借此得以充分显现。永宣

间文坛的宗唐风尚在《余话》及其“副文本”中皆有显示，此乃明代文学复古思潮之表征所在。只有将

《余话》及其“副文本”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置于当时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才能真正理解

《余话》文本形态得以生成的内在动机与外部环境，同时也避免了单纯就小说论小说的传统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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